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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绣商品化视域下苗族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重塑

———基于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的个案研究

叶荫茵

　　摘　要：在民族文化商品化的背景下，苗族女性逐渐参与到苗族刺绣的商品生产和销售中。
通过传统身体规训而习得的刺绣技艺，恰恰成为女性施展能动性的媒介。她们藉此改变家户内
的性别分工，扩展女性的自主空间，并重塑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在此过程中，苗族女性并非仅
仅聚焦于族群内的性别权利转移，而是同时通过彰显其族群身份和刺绣技艺，建立起自己在苗
绣生产与商品化中不可替代的主体性，挑战了在市场经济中苗族被边缘化和客体化的状况，展
现了她们为争取文化自主权和话语权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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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入视角和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消费文化对手工制品的追捧①，旅游市场对“异文化”的渴求②，政府对民族文化资本化
运作的合力下③，苗族传统自产自用的刺绣成为了标志性的民族文化商品。有别于市场经济活动
中男性主导的普遍状况，苗族女性在刺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中占据主体地位。④就生产层面而言，

在长期的身体化实践中，女性掌握了复杂的刺绣技艺，并形成独特民族风格的审美趣味，苗族男性
无法轻易替代。就销售层面而言，长期以来汉族代表先进、中心和现代，而少数民族代表落后、边
缘与传统，这一二元对立模式也在无形当中固化了少数民族他者中的“女性化”形象。⑤身着鲜艳刺
绣服饰的少数民族女性亲自销售刺绣商品既契合了这一既定印象，又似乎暗示着这些刺绣是传统
的、自用的，是虽为商品却又文化真实的。⑥因此从市场角度来看，苗绣的两项商业价值 ——— 作为
苗族手工技艺的物质载体以及苗族文化的符号载体，是在苗族女性的参与中呈现并逐渐丰满起
来的。

　　与此同时，在传统的教化下，刺绣成为苗族女性重要的日常生活实践方式。一方面，刺绣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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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部考量女性价值的主要社会标准和婚姻缔结的衡量因素。绣功好的女性被认为是聪慧细致

的，绣品数量的多寡则反映她们品行的勤劳或懒怠。① 而“姑娘不绣花，找不到婆家”②这句俏皮的

苗族谚语实则反映出苗族女性在此标准下所承受的传统压力。另一方面，刺绣在规约女性的同时

也释放了女性。首先，苗族女性将刺绣制作视作彰显个人创造力的表达方式。她们用不同的图

案、色彩搭配、针法技巧来表现自身的艺术造诣。其次，在以婚后从夫居的父权制为主导的苗族社

会里，刺绣维系着女性（血缘和非血缘）间的关系。母亲教授女儿刺绣技艺，出嫁前姊妹帮忙赶制

嫁衣，都成为出嫁后苗家妇女内心的情感慰藉。而女性朋友间互相交流刺绣心得，也巩固了她们

的关系网，并丰富了她们的生活。③因此从苗族社会的内部角度来看，苗绣的两种传统意义———作

为社会建构女性的方式和展现女性主体能动性的方式，也是在苗族女性的参与中维持并丰富起

来的。

社会性别理论的核心观点为：性别角色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建构，而非生物既定。④ 这里的性

别角色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角色期待，即社会对女性品德、行为、价值、审美品位的规范和期待；二

是角色表现，指女性在实际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⑤ 一方面，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和期待

并非是对传统一成不变的延续，而是随着文化、经济和社会需求进行变动⑥；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

实践中，女性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既定的性别角色，而是既能遵从当下社会情境中的性别规范，

又能在社会变迁中利用自身的优势去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利，藉此重塑社会结构中女性的角色。⑦

以社会性别建构为理论观照，本文要阐释的是，在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的民族文化商品化的过

程中，族群内部女性性别角色是如何进行重构的。同时，本文试图呈现在性别建构过程中女性个

体的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和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具体来说，苗族女性展开了两种类型的实践活

动：一是向外的，即面向市场，通过生产和销售苗绣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中；二是向内的，即制作和

穿戴面向族群内部的刺绣。在这两种交叉并行的活动中，我们可以多维度地阐释“苗族女性”的性

别角色。并进一步追问：（１）苗族女性在参与刺绣商业化的过程中对自身性别角色的理解产生了

什么变化？（２）这种变化如何体现在苗族女性的刺绣实践中？（３）上述两点如何影响到苗族社会

对女性性别角色的集体理解？

二、研究方法

笔者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４年期间分别在贵州省黔东南台江县施洞镇、凯里市和贵阳市进行了田

野调查。调查对象以参与刺绣商业活动的苗族女性为主，也包括其他苗族女性，并涵盖从事贵州

民族工艺品开发的企业和个体，以及有关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田野过

程中，笔者以参与式观察和访谈为主，以勾勒出不同主体视角下苗绣商品化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另外，在施洞期间，笔者还跟随一位苗族妇女学习刺绣技艺。这一学徒身份让笔者从“参与性的观

察者（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转变为“观察性的参与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⑧，从而有利于在

日常的语境中通过苗绣技艺的学习顺利进入苗族女性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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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在家绣”到“在外卖”———苗族女性空间的扩展

施洞苗绣的商业化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贵州民俗旅游的吸引下，国内外的游客、民

间艺术品收藏家和研究者来到施洞，挑选并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苗族女性自己或上一辈留下来的刺

绣服饰。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少数施洞苗族女性开始到外省去卖刺绣。一方面，市场对苗绣
的需求尚不饱和，之前在施洞购买刺绣的一些收藏家和文化商人留下了自己省外的联系方式，为

苗族女性搭建起在市场上售卖刺绣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这些苗族女性在当时都面临着丈夫生

病和孩子年幼的境况，不得不想办法来缓解因缺乏农业生产劳动力而给家庭带来的巨大生存压
力。在关于族群工艺品商品化的研究中，很多地区的女性出售自产自用的手工艺品的首要动机是

增加家庭收入以维持生计。① 与之相似，在受访的苗族女性描述这段经历时，“当时太穷了”和“没

得办法”是出现频率最高、并一再被重复提及的词句。也就是说，在苗族女性参与到苗绣商品市场
的初期，她们到外省去卖刺绣是基于生计的压力，而并非将此视作一种打破家庭空间限制、重塑女

性性别角色的行为。恰恰相反，大多数苗族女性对于离开家和施洞感到害怕。张秀发②（６３岁）

１９８９年第一次离开施洞去上海卖刺绣（之前上海某美术学院的老师曾在施洞买过她的刺绣，并留
下了联系方式），她清楚地记得当时紧张的心情：

　　“我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就想回家了，怕得很。我那个时候不会说汉话（汉语），除了在家

绣花什么都不懂。到了上海我认不得路，有个好心人把我带到了美术学院。一路上有人盯着
我看，我就把头帕取下来了（苗族标志性的头饰），不想喊别人晓得我是苗族人。我运气好得

很，大家都想买我的苗绣。卖完了方老师说要带我在上海玩，我想崽（孩子）得很，怕他们肚子
饿，没去玩就坐火车回来了。”③

与此同时，苗族女性这种被迫打破传统女性空间的行为也遭到了来自族群内部的压力。李龙

英（６１岁）是施洞最早一批到外省卖刺绣的女性。１９８７年她在贵阳将４件刺绣衣服卖给了某私人
收藏家，赚了４０００元。然而，在她回到施洞后，却遭受到很多非议。

　　“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赚了钱，说我是被骗了没得办法才回来的。奶奶（丈夫的母亲）也喊

我以后不要再出去了，说崽在家都没得人管。还有人说客家人（汉族人）才往外跑，苗族女不
应该离家。”④

从性别建构的视角出发，性别角色是通过空间秩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来安排和体现的。⑤在传统

苗族社会中，女性被限制在家和施洞这两个空间里。家的空间意义在于照顾家人的衣食起居、养
育子女和纺织刺绣，这同时也是苗族女性主要的性别角色分工和价值体现。而施洞的地域限制从

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苗族女性在其他空间发挥主体作用的可能性和正当性。因此，张秀发把自己在

上海成功卖出苗绣的经历归结于他人的帮助和偶然的运气。而李龙英被假定为在其他社会空间
是会“上当受骗”的。换言之，这种空间限制在建构苗族女性性别角色方面呈现出两种维度，一是

实际的、关涉性别分工的；二是文化的、关涉族群传统的。从实际层面出发，在家户空间内抚育孩

子被认为是女性“天生”的职责，由此李和张会自认为和被认为没有尽到职责。从文化的层面出
发，女性待在施洞是她们族群身份的体现。李去外省的行为被评价不符合传统，张在上海取下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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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间：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３日；访谈地点：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方寨村；访谈人：叶荫茵；访谈对象：李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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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头帕的举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种族群规则。

然而，由于希望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迫切愿望、市场对苗绣的需求，和施洞苗族妇女之间关于
市场信息的频繁交流和带动，越来越多的施洞女性外出经营刺绣生意。从地域来说，苗绣商品的
交易集中在凯里、贵阳、江沪浙和北京。从交易方式来说，除了和熟识的文化商人或收藏家进行不
定期交易，苗族女性在北京潘家园、凯里营盘坡和金泉湖附近有固定的销售摊点。曾于１９９３至

１９９５年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经营苗绣生意的潘大姐告诉笔者，两年期间她只回过三次施洞，每
次待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而像她一样长期在外的苗族女性并不在少数。这意味着苗族女性离
开家户空间不但距离更远，时间周期也更长。更重要的是，施洞女性会互相鼓励，甚至五、六个人
一起外出售卖苗绣。这不但是一种经营策略，也是苗族女性以集体力量来突破传统空间限制的
体现。

当苗族女性身处施洞以外的社会文化空间时，她们意识到自身的优势是来自于她们长期在家
户空间内的日常刺绣实践，并由此建立起对自己在施洞以外的社会空间生存的自信。现在的张秀
发已经完全消除了第一次去上海时的胆怯。她连同三个儿媳妇一起在凯里办了一家经营苗绣的
公司，同时争取到了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和国内外多位客户的订单，还开发了针对旅游市场的苗
绣纪念品。当笔者夸赞她适应市场环境的能力时，张秀发回应道：

　　“搞刺绣（商品）的人太多了，好多汉族人文化比我们高，懂得比我们多，但她们不懂绣花，

生意就搞不起来。我们苗族才晓得哪种花（图案）是什么意思，配哪样颜色好看。我一开始也
不会做生意，但学一两年就慢慢会了。绣花不一样，我们是从小边学边绣，几十年了。”①

吴秀水通过经营刺绣，在贵阳置了房产。她感叹道：

　　“我也卖过现代服装，亏了好多钱，大家都不来我这里买。但我搞苗绣，大家就都来我这
里买。好多人都喜欢我身上穿的苗绣。我就给她们说，我穿的这个衣服是我自己绣的，上面
的图案都是老式的，是我们施洞一代代传下来的。”②

由此看出，苗族女性通过强调和利用自己的苗族身份和刺绣技艺，宣告了自己的主体性、族群
认同和对苗绣的话语权，从而在苗绣的商品生产活动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和自主权。

与此同时，贵州省和地方政府也在不断推动苗绣商品化并支持苗族女性的参与。自八十年代
后期起，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政府改善经济贫困、保护地方传统文化的新途径。此外，政府
希望借此增加少数民族和外部世界的交流，以此突破传统的地缘分割和封闭的民族圈。③ 因此，即
使在八九十年代施洞苗绣的售卖尚处于自发、分散和盲目的阶段，政府依然鼓励苗族女性充分参
与。一方面，这表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少数民族的机遇意识、商品意识和自主意识———这些“现代
意识”本身的形成和培养被认为是少数民族地区进入现代性的重要因素。④另一方面，将区域文化
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也符合贵州以民族文化大省为发展方向的政策导向。潘大姐被评选为全国
劳模和人大代表。她兴奋地回忆道：“政府说我带着施洞的其他人一起卖刺绣，大家都赚了钱，就
要选我当劳模。我还去了北京，在人民代表大会堂照了好多照片。高兴得很！”而随着苗绣入选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女性也成为贵州民族文化的活的载体和苗绣技艺生产性保护的项目传承
人。⑤ 施洞的几位女性都曾在省文化厅和商务厅的组织下到美国、西班牙和法国现场展示苗族刺
绣技艺。对苗族女性来说，能够去人民代表大会堂或国外的展览厅并不只是地理空间的扩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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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间：２０１３年７月０４日；访谈地点：贵州省台江县凯里市；访谈人：叶荫茵；访谈对象：吴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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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实则象征了一种社会边界的突破。在过去，这些空间是将苗族女性排除在外的，而如今在政府

的推力下，她们获得了跨越边界的社会权力和身份。

总的来说，在苗绣商品化的过程中，施洞女性经历了从“在家绣”到“在外卖”的转变，突破了传

统的性别空间限制（施洞镇—外市—外省—外国）。这一转变是以苗族刺绣为核心、政府的导向和

市场的需求为平台，通过苗族女性自身能动性的施展来完成的。

四、从“绣得好”到“卖得好”———苗族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重塑

在刺绣商品化之前，几乎每一位施洞女性都在追求绣功的极致，并将此视作自身价值的体现。

一方面，苗族社会将刺绣作为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为了练习刺绣，她们低着头，弓着腰，身体紧缩地

坐在低矮的木凳上，眼睛仔细地盯着布面，手指不停地上下翻动，数小时维持着这样的姿势，无休

止地重复着手上的动作。通过这种类似宗教修行的刺绣练习，苗族社会期望女性具有忍耐、细心、

勤勉与机敏的品质，并通过婚姻缔结和仪式习俗来将这些期待具象化。另一方面，苗族女性是用

身体感知和身体经验在学习刺绣技艺，而并不是一种身体无意识的惯性行为，即梅洛庞蒂所说的
“身体在理解”①。在习得刺绣技艺之后，刺绣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绣品的身体劳动和对传统规

训的遵循，也是身体在感知活动中与自身、他人和世界所进行的关涉。换言之，刺绣身体实践是苗

族女性感受自身和世界的方式。由此，在社会规约和女性身体主体性的双重作用下，女性追求“绣

得好”，一是为了符合苗族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二是她们自己“想绣花”的身体表述。

在刺绣商品化之后，通过刺绣赚钱成为施洞女性的主要目标。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刺绣商业化

的初期，她们是由于家庭生计的客观因素所迫。那如何解释在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后，她们主观上

更加强烈的赚钱意愿？

在性别研究中，女性经济能力的提升被认为是在父权制结构下改变女性性别角色的重要因

素。②其中，协商和改变家户空间的性别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经营苗绣，一些施洞女性成为

家庭经济来源的重要承担者，这使她们“在家里说得起话”。她们开始参与讨论家内较大事务的决

定，譬如“现在起房子（修房子）不划算”，“崽（孩子）还是出去读书好”。其次，提高经济自主权也意

味着她们可以自行支配收入，满足自己的消费愿望。笔者曾经在施洞的集市上听见两个年纪较大

的苗族女性的对话。其大意是，其中一个劝另一个不要再做刺绣赚钱了。一是太辛苦；二是子女

都很孝顺，家里也不缺钱。而另一个则回答道，她赚点钱，自己想怎么花都可以。说罢，她扬了扬

手上的电动火车，那是她“用自己的钱”买给孙子的。而一些年轻的苗族女性，则会用刺绣赚的钱

上淘宝网购，买类似化妆品这样“他（丈夫）觉得没得用，浪费钱”、但“我自己买得起”的东西。由

此，施洞女性意识到自身的经济能力是和女性的主体性相联系的。一方面，家庭内部话语权的获

得意味着她们对家庭做的经济贡献得到承认，其性别角色从主妇（ｈｏｕｓｅｋｅｅｐｅｒ）向经济行为人（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ｇｅｎｔ）转变。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收入的支配宣告了对经济的控制权，从某种程度上否

定了传统观念中女性应该为家贡献一切（包括金钱）的性别范式。也就是说，施洞女性将经营刺绣

看做是自我赋权的一种途径。在这里，自我赋权意味着女性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支配权，

并且有能力去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③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苗绣的经营中，传统的性别分工也发生了改变。男性开始分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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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而女性则投入到苗绣的生产和销售中。当女性外出“谈生意”时，男性也开始承担照顾子
女的责任。在受访的苗族女性中，多数都表示丈夫支持自己在外经营刺绣，甚至还有一些苗族男
性甘于给妻子当助手，负责到偏远村落收集和购买刺绣。需要强调的是，施洞女性认可经济自主
能提高她们的家庭地位，但并不将此视作对男性权威的挑战。性别分工的改变也并非体现了“谁
压倒谁”的性别权利关系。

在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的定位和家庭性别分工的双向变化下，苗族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期待也
逐渐从“绣得好”转向“卖得好”。在传统苗族社会，“好女人”的重要评判标准是她的绣功和刺绣服
饰，在这一具象化标准后是苗族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待。在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的的商品苗
绣实践中，女性对外部市场经济适应和经营能力的高低成为了评判她们是否能干和优秀的标准。

具体来说，“卖得走卖不走”（经营状况）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见下表）：

苗绣经营的资本要素

技能资本 传统苗绣技艺；苗族文化；汉话水平；沟通表达能力。

金融资本 经营苗绣的自有资金；经营苗绣的融资来源。

物质资本 生产空间和销售空间；物流运输和通讯工具；刺绣生产原材料和生产工具。

社会资本 族群内部和外部一切有助于刺绣经营和销售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总和。

综合这四项要素，经营苗绣所对应的女性气质（ｆｅｍｉｎｉｎｉｔｙ）和传统刺绣实践是截然不同的。首
先，在传统刺绣实践中，施洞女性在刺绣图案的选择、针法和配色上都倾向于遵循传统文化框架。

而在资金积累和刺绣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她们身上则体现出冒险精神和果敢的特质。其次，传
统刺绣实践是一个面向自身的过程，其间女性是内在和宁静的。而商业刺绣的经营是一个面向他
者的过程，其间女性则是外在和活跃的。再次，在传统刺绣的传承和交流中，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协
作和情感为优先。而在经营刺绣的过程中，女性之间的关系则以竞争和利益为优先。最后，传统
刺绣是女性在族群文化场域下的日常生活方式，而商业刺绣的经营变成了她们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的专职工作。由此，在“卖得好”成为苗族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期待后，施洞苗族女性的女性气质逐
渐由传统苗绣所建构的安于族群内部的传统协作与有人情味的平和内敛向由商品刺绣所需要的

有领导欲和事业野心的活跃、外向、理性而转变———那些在性别研究中被归为“男性气概”范畴的
特质①。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卖得好”成为了苗族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但“绣得好”的女性依然在
族群内部受到认可。施洞的吴秀水通过经营刺绣，在凯里和贵阳都置有房产，还有了自己的苗绣
公司，是施洞公认的成功经营刺绣的女性。然而，施洞女性提到她时，除了对她做生意的能力表示
赞赏和羡慕，往往也会敬佩地说一句：“她的绣功也是最好的。”由此，苗族女性性别角色的重塑并
非是对传统的推翻和取代，而是交叉和重叠的。

五、结　论

在西方女性主义传统中，女性被认为是从属于男性的。从男性属于公共领域／女性属于家庭
领域的性别分工的划分，到女性气质／男性气概的建构，都和男女间不平等的社会生产相关联。②然
而，随着８０年代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兴起，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发出了诘问：“如果性别压迫是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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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压迫的根源，那么为什么我的父老兄弟们生活也这么贫困？”①批判将族群和阶级范畴排除在
性别之外的西方女性主义视角。由此，社会性别关系不再被认为是封闭的和单向的“男性支配女
性”，而是在不同的文化和地域中表现出差异性；在阶级、阶层和种族等所有社会关系的交错同构
中呈现出多元性。② 以此作为观照，施洞苗族女性通过经营苗绣而实现空间扩展和自我赋权并非
出于改变传统性别关系的目的，或期望通过从家庭空间到公共空间的转变而实现西方意义上的女
性解放③。与此同时，在苗族社会重塑女性性别角色和改变性别分工的过程中，苗族男性表示支持
和配合，而非通过压制苗族女性的主体性而维持自己的性别权力。那么，对于苗族女性和施洞苗
族社会来说，女性经营苗绣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性别范式变化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笔者认为，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民族文化商品化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关键在于，在特定的文
化资源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这一文化资源的原生持有者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对于西江苗族
男性通过制造族群内部女性落后的形象来参与到苗族文化商业生产中的现象④，施洞苗族女性则
通过表现自身的族群认同和肯定苗绣的工艺价值来建立自己在苗绣商品生产和销售中不可替代

的主体性。这一实践的意义远非族群内部性别角色的变化那么简单，更意味着在汉族代表中心／

少数民族代表边缘这一二元范式下，苗族为争取文化自主权和话语权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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